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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中、港、臺三地陸續有新作品問世。這除了意 

味著有新的成果，以填補此領域內的疑缺空白外；更教人欣慶的是有新研究者的 

加入，壯大了整個研究的隊伍。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在1997年一口氣 

出版了兩本有關論著，充分反映了新老並舉這個可喜的現象。以下且對此二書作 

簡括的評介。 

部肇明的《槍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分為兩部分：甲篇題 

為「三自在文化革命前的搶桑」，主要輯錄作者為《時代論壇》撰寫的一個關於 

當代中國基督教史的專欄。作者依據《天風》的資料，詳細但不系統地敘述自 

1949至1%6年間三自運動的歷史故事。乙篇題為「三自在改革開放中的窘境」， 

收錄了作者自八十年代迄今所發表過有關中國教會、政教關係的講稿及文章，其 

中有純屬資料介紹的’也有議論性的。書末則有五個附錄，都是在1979年改革開 

放以後政府一些與宗教事務有關的政策文件與調查報告。 

貫徹在三十多篇文章中的，是作者一個主要的論點：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是 

一個政治性而非教會性的運動，由政府及其在教會欽點的代理人主導，目的在改 

造教會’使她臣服在政權的控制之下。而在八十年代中國教會重開以後，雖然三 

自領袖企圖改變三自的性質與功能，從政治性轉化為教會性，但在目前的政治環 

境下’教會根本沒有獨立於政府宰制以外的生存空間’故仍得按照政治性的「三 

自原則」來辦好教會’要改弦易撤，實在談何容易。作者一方面指出’三自領導 

層欲轉易三自的性質’是不可能成功的事（這是本書所說的「窘境」的意思）； 

另方面他卻又質疑’三自領袖既然自知其轉向的不可能’而仍提出轉向的呼籲， 

這未免是裝腔作勢的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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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沿用多時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分類方法。然後再敘述影響更正教 

神學思想（作者用「話語」一詞，並花上許多篇幅解釋他為何棄常用的「思想」 

而取「話語」）的兩個因素：政治處境與教會脈絡，指出我們在理解這些神學思 

想時，不能偏廢任何一方的元素。接著作者便用兩章的篇幅，分別縷述被他稱為 

「主導神學話語」和「另類神學話語」的主要觀點，這亦是本書的主幹部分；作 

者仔細評析《金陵神學誌》所發表的文章，力圖剖開八十年代中國三自教會的神 

學反省的關懷旨趣與神學意涵。在綜論部分，作者除綜合前說外，亦將中國當代 

神學的現存限制與未來展望，做了多角度的思考與闡述。 

作者的選題是相當具心思的，並且確實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一個空白。而就 

內容言，本書亦無太多可議之處，我們可以不同意作者的個別證釋，但卻得承認 

他的資料分類和整理是詳備周全的，分析也客觀公允。日後倘有類似的研究問 

世，大概也不能繞過本書所奠下的基礎。筆者所未能完全苟同的，倒是作者的用 

詞及其為這些詞彙而作的定義。 

作者拒絕沿用「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說法，提出了頗為可笑的理 

由，包括「三自」一詞多義、中國沒有任何一間教會名為「三自教會XX堂」、 

「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相重疊等。就筆者看，除了末後一個理由是值得 

補充說明，以澄清一般人的誤解外，其餘兩點均是強詞奪理的。「建制」一詞 

豈非更加多義（「三自」再多義，亦是彼此相關的）：政治的、社會的、神學 

的……？而中國也何來有自稱為「建制教會XX堂」的教會呢？「家庭教會」一 

說，無疑是較為籠統的’它可以包括在城市反三自或不反三自的家庭崇拜（聚會 

及組織），以及為數更多的反三自或不反三自的農村教會；我們可以在書首略加 

說明，或另外添加一類（反正關鍵的問題就是反不反三自），而不應另造一個於 

事無補、徒添混亂的分類。 

甚麼叫「建制教會」？作者指這一方面是指教會具有相當的規模、組織、制 

度’ 二方面是指教會獲得了政府的認可與支持。第一方面的意義是不大的’除了 

「三自」與「基協」（「兩會」）在政府的允准下’建立了全國性的架構和組織 

外，「三自」在縣以下的堂會及廣大的農村教會，同樣是不具備「相當的」組織 

與制度的。若是我們不昧於歷史，了解中國教會在八十年代重開與復活的經過， 

當知道教會絕不是由上而下、藉三自的組織或某些人的力量’有系統或有計劃地 

建成的，大多數農村教會是信徒或個別牧者獨自發展出來的’那些不反三自的， 

也只是在日後主動或被動地與三自組織建立了若干的聯繁（聯繁亦不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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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可不能以為三自名下的是一整個教會，更不能說這是一個具備相當的全. 

國性組織與規模的教會。三自除了具政治含義的全國性組織外，各地的教會基本 

上是鬆散拼湊起來的。至於第二方面的含義，要不是因著五十年代由政府主導下 

的三自運動，全面改造又改組了中國教會，才成立了三自組織，這個組織又何來 

得到政府的認可與支持呢？歸根究柢，一切均是與三自（無論是運動義抑或組織 

義）相關啊。三自既是整個陣營的界定基準，以此來為其命名，便是最恰當不過 

的。至於說家庭教會不一定反三自，那亦不過是與作者所承認「建制教會」與 

「非建制教會」不是兩大互相對立的陣營，卻是彼此重疊的相仿。為何我們不乾 

脆沿用「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的說法，而要妄自興作呢？ 

與這對詞彙相關的，是作者將《金陵神學誌》的文章和思想分為「主導神學 

話語」和「另類神學話語」兩類。這是如何識別出來的呢？作者坦承，由於他沒 

有訪問過中國教會’對其領袖認識不多，故他肯定不是就文章作者在政治或教會 

中的地位來分類，而僅是就文章的內容來區分；換言之，他首先建立了某些假設 

性的標準（諸如「主導」者乃是無限支持政府及其政策者’「另類」者則是提出 

社會與政治批判者），然後才在內容上將文章分成兩類。這樣，他所能說的是某 

甲文章因為說了甚麼，所以屬「主導」、某乙文章因為說了甚麼，所以屬「另 

類」；而不能倒過來說「主導」文章是怎樣怎樣，「另類」文章是怎樣怎樣°因 

為整個分判的標準只是作者自訂的假設。要是我們先說A是B，所以B是A，就算 

A與B可以互換，亦不過是個循環論證。 

要是我們仔細檢查書中分類所涉及的文章作者的背景’便可看出這個謬誤所 

在。第一’兩類文章的作者是互相重疊的，某些作者如丁光訓及張景龍等’是既 

有「主導」思想、又有「另類」思想的“第二，同一類文章的作者背景極其參 

差，譬如丁光訓與張景龍（遑論吳慕迹！) ’就算同有「中國建制教會主導神學 

話語」’他們亦是身分懸殊’所說的話的（神學與政治）意含和份量不一的，不 

能將他們都稱作甚麼「建制教會精英」（頁174)；至於安希孟便更不是教會界 

中人’他是山西大學的教授°當然’作者可以辯稱’他所要分析的不是某些人的 

思想’而只是《金陵神學誌》的文章的思想本身；但是，由於他將發表在《金陵 

神學誌》的所有文章’統統假設為建制精英的作品，反映的都是建制教會的神學 

思想’則這個不考慮文章作者是誰的做法’便帶有很大的冒險成分了。再者，要 

是我們不考慮說話的作者及其說此話的背景與動機’而單純就話語的表面意義來 

歸類並解讀’則我們對內容的設釋，亦不能避免有大而化之、斷章取義的危險” 

畢竟歷史研究不同於文學批評，作者是未死、也是不能「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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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若是簡單指出，我們不能以為《金陵神學誌》的文章都是無條件的支持 

政府及其政策的，也有若干批判性的言論，則我們都得心悅誠服，無可置疑。但 

他卻在自訂分類標準，自作分類以後，竟便利用有限的文章，解說出中國果真存 

在著兩套神學：一種是主導神學，一種是另類神學（參頁176)。前者以跟社會 

主義相協調為鶴的，後者則旨在批判政治的現實；前者是類比式的語言，後者是 

辯證式的；前者是祭司式——祝聖式，後者是先知式一批判式。他甚至把另類 

神學的出現視作中國建制教會神學發展的里程碑，既突破了主導神學所設定的框 

框，並且挑戰了主導神學思想（參頁182〜184)，「它們有意或無意中，抽離於 

建制教會主導神學話語的主題與論域之外，間接削弱主導話語」（所以是丁光訓 

削弱了丁光訓，丁光訓挑戰了丁光訓），彷彿這是兩個不同的神學陣營，兩個不 

同的神學路線，甚至是兩個權力之爭（頁159)。這種自導自演的討論，令人諮 

異。畢竟被作者歸納為另類神學話語的文章中，好大部分只是西方神學思想的譯 

介，餘亦多為中國神學界領袖（丁光訓、汪維藩）的功過八二開式的現實評論 

(與當時政府或學術界的時事評論相比，肯定更寬容正面）；真正針對社會與政 

治問題的，只有寥寥數語。這怎麼當得起像第182及183頁的偉大評論呢！ 

筆者對「建制」、「主導」等詞彙所最難接受的，是其中帶有濃烈的泛權力 

化的傾向。就算作者在開始時為這個詞作了「多義」的定義，基於這些詞彙本身 

蕴含的價值取向，作者自己亦會不自覺地在後文偏向了泛權力化的解釋。這也是 

我們在本書所看到的現象（最突出的例子參頁159)。 

對於棄「思想」而取「話語」一詞，筆者在充分理解了作者所徵引的大堆西 

方話語之後，亦看不到這個變更有任何哪怕是丁點的好處。作者說「話語」一詞 

更突顯出神學的證釋性與處境性，但筆者怎樣都看不到「話語」這個中文詞彙本 

來便有如此的含義，遑論較「思想」更有此含義；亦看不到為何「思想」一詞不 

能帶有此含義，以致我們不能加上附注後沿用之（反正用「話語」還是要加附注 

吧）。不過，由於將西方證釋理論及硬譯詞彙套用在中文的神學研究，將中文弄 

至不成中文’不堪卒讀的做法，已蔚然成風，這亦不是作者個人的問題，這裡就 

不詳論了。咱們（注：不是「我們」，因更強調血肉相連、命運共同體的含義） 

月後（注：不是「日後」，因這裡取綿延不絕、繼往開來之義）再盡講（注：不 

是「詳說」，因取其宏觀的、瞻前顧後的意義）。 

最後，筆者同意作者所言的，單純以政治動機或教會動機來證釋中國教會的 

神學作品，都有「化約主義」的危險。但是，在了解政治與教會兩個動機同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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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餘，我們還是得就個別文章的個別觀點，來評估其中政治與教會的動機孰輕 

孰重，不能單說一句兩者皆有（並假設兩者比例相當），便解決了問題（如頁 

107)‘否則便有迴避問題的嫌疑。 

以上的評論，希望不會是對初學者過分苛刻之言。總的而言，瑕不掩瑜，如 

同部著一樣，這是一本教筆者賞心悅目的佳作。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